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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把握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对其基本思维方式进行辩护和反思，我们

应将它置于它曾经努力挣脱的学科体系中，并把它视为对现代伦理学的一种

回应。本文通过检讨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道德科学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

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针对伦理学把自己理解为一门立法科学的定位，

社会学强调只有从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入手，才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

有效的规范。针对伦理学把实现人的本性作为道德的目的的观点，社会学主

张从社会功能出发来界定道德。可以从这场争论中看到社会学如何试图通

过对经验现实，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宗教和社会形态中的合理性的把握，突

破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典范地位，进而为人们构想现代社会和道德提供不同

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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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一场被遗忘了的争论

１．有必要交待一下文中涉及的一些术语的习惯译法。①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希腊语的 θικó 在拉丁语
那里，既被翻译为ｍｏｒａｌｉｓ，又保留了对它的拉丁转写“ｅｔｈｉｃｕｓ”。因此法语中也有相应的两个
词即ｍｏｒａｌｅ和éｔｈｉｑｕｅ来表示“伦理的”或“道德的”。当这两个形容词作为名词使用时，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和ｌ＇éｔｈｉｑｕｅ既可以指人们的某种行为规则，即道德或伦理，也可以用来指研究这种规
则的学科，即道德学或伦理学。汉语和英语学界习惯于把学科意义上的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和ｌ＇éｔｈｉｑｕｅ
翻译为“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ｓ），而把“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ｙ）以及“道德的”（ｍｏｒａｌ）保留给与行为规则或
标准有关的翻译（黑格尔对伦理［Ｓｉｔｔｅ，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和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ｔ］的区分这里暂不涉及）。

②Ｌｅｓ　ｍｕｒｓ：源自拉丁语的ｍｏｒｅｓ，后者是ｍｏｓ的复数形式。Ｍｏｓ对应于希腊语的 θο ，θο
（复数形式为 θ

η

）。汉语学界通常将ｌｅｓ　ｍｕｒｓ译为“风俗”“风尚”或“民情”，英语学界一般
将其译为ｍｏｒｅｓ、ｃｕｓｔｏｍｓ或ｍｏｒａｌｓ。Ｌｅｓ　ｍｕｒｓ与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都被用来指人们的某种行为规
则。二者的区别通常被认为是描述性（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概念和规定性（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概
念的区别（Ｃａｓｓ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６９１－６９５）。

　　１９０３年，列维－布留尔出版了《伦理学与风俗科学》（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ｓ　ｍｕｒｓ）１一书。在该书中，他大力提倡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或“风俗科学”事业，并向哲学伦理学发起了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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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攻击。在他看来，在伦理学的两个部分中，“理论伦理学”或“规范
科学”（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只是徒有虚名，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实践
伦理学则应该是对社会学或道德科学的一种应用。２针对列维－布留尔
的观点，鲁汶大学的哲学教授德普卢热（Ｓｉｍｏｎ　Ｄｅｐｌｏｉｇｅ）于１９０５年开
始在《新经院评论》（Ｒｅｖｕｅ　ｎéｏ－ｓｃｏｌａｓｔｉｑｕｅ）上连载题为《伦理学与社会学
的争执》（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ｔ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的一组文章，并于１９１１
年结集出版。３

２．“理论伦理学”或者说作为“理论知识”的伦理学，是相对于“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来
说的。理论伦理学专注于一般道德原理或道德法则的构建，而实践伦理学则专注于如何根据
特定的处境，得出可以被应用到具体实践中的规则，如个人道德、家庭道德、公民道德和社会
道德等。前者属于科学或理论认识的层次，后者则主要属于技艺或实践应用的层次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２００４：２２９，１８８４ａ：７７）。

３．《伦理学与社会学的争执》一书共计８章，根据德普卢热在该书中的记载，他早在１９０７年１１月

１２日就完成了这８章（Ｄｅｐｌｏｉｇｅ，［１９１１］１９１２：４１３）。不过，他在杂志上并没有连载该书的全部。

１９０９年，他在《新经院评论》上只连载到该书的第６章就宣告结束。１９１０年，《新经院评论》更名
为《新经院哲学评论》（Ｒｅｖｕｅ　ｎéｏ－ｓｃｏｌａｓ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他又以《托马斯主义的伦理学与风俗科
学》（Ｍｏｒａｌｅ　ｔｈｏｍｉｓｔｅ　ｅ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ｓ　ｍｕｒｓ）为题刊登了该书第７章的一部分。

４．特别说明，本文对涂尔干著作的标引是目前研究涂尔干的学者通常采用的一种引用格式，
详细区分了涂尔干文集中的不同文章及其同一年发表的不同文章，方便研究者检索。这种引
用格式最初由英国学者Ｓｔｅｖｅｎ　Ｌｕｋｅｓ编辑。目前收集的涂尔干的所有著作列表详见该网站：

ｈｔｔｐ：／／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ｕｃｈｉｃａｇｏ．ｅｄｕ／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ｉｂ０１．ｈｔｍｌ。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这场争论的关注点仍然局限在涂尔干对自
己思想起源所作的澄清上（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６）：２５９，１９０７ｂ：６１３）４，
而鲜有人留意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涂尔干的社会学事业旨在建立一
门新的道德科学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或道德哲学。
对于１９世纪那些接受过西方传统学科体系教育的学者来说，社会

学的道德关切是一个公认的、不太需要澄清的事实。涂尔干和列维－布
留尔操心的是通过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神学家面前论证社会学对道
德事实的研究能够为那个时代的道德问题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回应，进
而为社会学在学院中争取一席之地。因此，社会学通过“风俗科学”和
“道德科学”等别名呈现，既强调它与传统伦理学有着共同的关切，又突
出它与后者的不同。但对于我们而言，上述语境早已因为传统学科体
系，特别是人文主义教育的衰落，以及现代社会科学在学院中的压倒性
胜利而变得晦暗不明。当我们以社会学家的身份来定位涂尔干及其作
品时，必然会有意无意地略过他对伦理学的批评，甚至遗忘了社会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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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之初试图回应的那些根本问题。这种遗忘是如此透彻，以致我们
已经习惯于把社会学视为一门与规范和道德无关的事实科学。
在此，笔者不想涉入当代社会学者对上述遗忘及其后果所作的反思

和检讨，或对一门新的分支学科“道德社会学”的提倡。社会学家从来没
有抛弃伦理学所关心的那些道德问题。只是他们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
非常清楚自己的研究与伦理学的关联、分歧以及各自的局限。这不仅降
低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而且也使它难以通过与
伦理学传统的对话返回到自己学科据以安身立命的那些根本问题，并通
过不断回答这些问题对自身现有的思维方式加以反思和突破。
这也是重提这场被遗忘了的争论的意义。只有通过激活社会学这

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才确立起来的新生学科与延续几千年的哲学伦
理学传统之间的争执，我们才能把握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了解它在“挣
脱”传统学科体系、确立自身地位的过程中赢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并
对此有所反思和突破。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再次为社会学在
学院中赢得其他学科的尊重，恰恰需要一个逆向的工作，即把社会学置
于它曾经试图挣脱的伦理学传统中，将其视为对这个悠久传统的一种
回应。
虽然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通常把他们的批评泛化为对古今各派

伦理学说的攻击，但是他们的视野主要局限在现代伦理学的两大流派，
即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伦理学和以密尔、斯宾塞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
理学。涂尔干显然更关注前者。因此，下文将侧重于就康德的道德哲
学来定位和分析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对伦理学的批评。当然，这并不
意味着这些批评不适用于功利主义或其他伦理学。

二、对伦理学作为一门规范科学的批评

（一）理论伦理学作为一门立法科学
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都批评并拒绝传统伦理学家把“理论伦理

学”定义为一门“规范科学”或“立法科学”。
伦理学家们以推理开始他们的研究，就好像道德法则完

全有待创造（ｃｒéｅｒ），就好像他们面前是一块白板，他们能够根
据自己的喜好在上面建立他们的体系，就好像这是一个关于
发现的问题，但不是发现某种法则、总结和解释现实中已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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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的那些事实的体系，而是发现能够据此解决所有事情的
道德立法（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ａｌｅ）的原理。（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

４２０，１８９３ｂ：１８，另见１９６４ａ：３５，１８９３ｂ：ｖ）

５．参见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对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明智”概念所作的讨论（陈涛，２０１７ａ）。

理论伦理学在本质上是立法性的。它的功能不是去认
识，而是去规定（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至少对它而言，认识和规定是一
回事。它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把行动的指导规则划归为单一的
原则。……某些哲学家，尤其是冯特，提出要把伦理学置于
“规范科学”之列。但问题在于“规范”和“科学”这两个术语是
否兼容，以及规范科学是否真的存在。（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

１９０５：８－９）
简言之，伦理学总是把自己理解为一门规范科学或立法科学。也

就是说，伦理学家总是从某个核心概念出发，推演出一套一般化的道德
公式或法则，以此作为制定具体道德规则的根据或衡量人们的行为准
则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
这的确是伦理学传统中长久以来的一个共识。对于古代哲学家来

说，只有少数人，如哲学家或类似于伯利克里那样明智的人才能够认识
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并且凭借自己的理性就能够制约自己的激情，从
而在灵魂中建立某种内在的秩序。大多数人都受制于激情，甚至不知
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伦理学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立法
学”。它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把哲学家或明智之人灵魂中的内在秩序
表达为一种外在秩序，即最佳政体，然后借助法律的强制性力量，约束
人们的激情，敦促人们服从这一秩序。这样一来，即使大多数人认识不
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即使他们在行动上受制于激情，也能够通过服从
法律做出合乎德性的行为，并逐渐培养出亲近德性的习惯。５现代伦理
学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哲学同样把伦理学视为立法科学。个体作为一个
“理性存在者”，具备按照能够普遍化为道德法则的行动准则去行动的
能力。道德行动的必要条件，恰恰是应该把自己设想为“一个普遍立法
的意志”或“普遍立法者”（康德，［１７８５］２０１３：４３１－４３８），也只有服从自
己所立的法，服从这种道德法则，个体才有可能达到自主。当然，二者
各自理解的“立法”是不同的。

·５７·

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回到此处讨论的主角。涂尔干认为“规范科学”或“立法科学”这个
术语本身就是一个悖谬，因为它混淆了科学和技艺，混淆了理论和对理
论的应用。科学只能去观察、描述和解释给定的事实，从而发展出有关
事实的理论知识。就对理论的应用即技艺而言，才存在规定人们在实
践中应该怎么去做的问题。混淆科学和技艺，把伦理学视为“规范性”
或“立法性”的科学，恰恰是伦理学还没有就道德事实形成理论知识，还
没有成为一门科学的表现。
不过，如果仅仅把上述争执理解为两种科学概念之间的差别，或者

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个关注事实，另一个关注规范，则意味着还没有触
及问题的实质。下文将具体考察社会学为什么批评并拒绝伦理学的规
范功能，借此来逼近它自身的主张。

（二）道德法则的任意性
对现代思想中所蕴含的任意性加以揭示和批判是涂尔干著作中一

个恒久的主题（陈涛，２０１４）。“伦理学尤其如此。”（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
（１）：６６，１８９５ａ：３０）
首先，把伦理学定义为立法科学或规范科学，在伦理学特别是现代

伦理学那里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当作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
立法者，不仅可以借助推理（理性）来构建道德法则，即为人们的社会生
活立法，而且还可以撤销已然存在的道德法则，不断重建新的道德法
则。换句话说，人（伦理学家和统治者正是其中的卓越代表）有“凌驾于
社会秩序之上的无限的权力”（ｐｏｕｖｏｉｒ　ｉｌｌｉｍｉｔé）（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

４６、６２，［１９０１ｃ］１９１９：ｘｘｉｖ，１８９５ａ：２４－２５，［１８９２ａ］１９９７：１９），可以任意
变更道德法则以及社会生活。
康德对行动者拥有的作为普遍立法能力的那种理性的颂扬，尤其鼓

励了人们对自己的理性的主观确信：“惟有一种理性。因此，就我们仅仅
受到理性的推动而言，我们可以道德地，并完全自主地行动，因为我们不
过是在遵循我们的理性的本性的法则（ｌａ　ｌｏｉ　ｄｅ　ｎｏｔ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ａｉｓｏｎｎａｂｌｅ）
而已。”（涂尔干，２００６ｂ：８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２５ａ：１２８）涂尔干的担忧在于，单
靠行动主体对自己运用理性或服从道德法则的主观确信，并不足以保证
它在客观上也是道德的，反而鼓励了个人的主观性和任意性。
其次，上述观念还决定了伦理学家在方法论上采用观念分析的方

法来建立伦理学，即“以抽象的方式对善、恶、奖赏、惩罚、责任、正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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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团结、义务和法等观念加以思辨”（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４８；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６８－６９）。借此，他们可以推演出他们想要的任
何东西（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１６），以致每个伦理学家都有自己的
一套道德学说，而这些学说的多样性本身就证明了他们所推演出的那
些法则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任意的、主观的（涂尔干，

２００６ｂ：１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２５ａ：２５，１９６４ａ：４１１，１８９３ｂ：４－５）。
不得不指出，上述批评并不公允。通常来说，伦理学家至少会通过

逻辑上严格一致的推理，特别是对封闭体系的构造来保证他们所构建
的那些道德法则是客观且普遍的，从而避免其主观性和任意性。不过，
涂尔干对此仍然反驳道，伦理学家在逻辑推理上的一致程度，无法保证
一项道德法则的客观性、合理性和道德性。单靠定言命令总公式，即只
有在我们的行动准则能够被普遍化的情况下我们的行动才是道德的，
并不足以告诉我们一项行动准则是否是道德的。“一个一致而又条理
化的利己主义者”可以确保其“利己主义的准则”具有“逻辑上的严格
性”（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１２，１８９３ｂ：６），但这个准则却是不道德的。

“实际上，这样一项公式除非胜任（ａｄéｑｕａｔｅ）它所表达的实在，否
则就不会被人们所接受。也就是说，它必须解释了那些在道德本性上
毫无争议的全部事实。”（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１１，１８９３ｂ：５）因此，准则是
否被承认为道德，不是因为逻辑一致，而是取决于现实生活中已然存在
的那些道德规则，取决于既定的法律和风俗中存在的、获得人们认可的
那些道德标准。伦理学家认为凭借观念分析和建构就足以构造出道德
法则，忽略了“我们关于道德的表象源于对在我们面前发挥功用的那些
准则的观察”（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６６，１８９５ａ：３０）。简言之，实际存在
的道德规则才是道德的源头和根据，而那些抽象的道德法则只是这些
道德规则的一种“表象”。
因此，伦理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去研究已然存在于人们现实

生活中的那些道德事实。什么是道德事实？“伦理学的事实，就是风俗
（ｍｕｒｓ）、习俗（ｃｏｕｔｕｍｅｓ）、法律规定以及经济现象，就后者是司法处
置的题材而言。伦理学观察、分析并比较这些事实，逐渐把自己提升到
对解释这些事实的法则的发现上”（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３００－３０１；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８７ｃ：２７８）。列维－布留尔和早期的涂尔干也把他们的道
德科学称为风俗科学或风俗物理学。６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以及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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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执教期间，也多次以“风俗和法律的一般物理学”（ｐｈｙｓ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ｍｕｒｓ　ｅｔ　ｄｕ　ｄｒｏｉｔ）或“风俗和法律的生理学”（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ｅｔ
ｄｅｓ　ｍｕｒｓ）为名开设社会学课程。这提醒我们风俗在各种道德事实中
具有优先地位。的确如此，因为风俗构成了法律和道德的源头，而道德
科学对道德事实的研究，区别于伦理学家对道德法则的构建，其重心在
于解释风俗是如何自发地生成和演化的。

６．这里仅列出几处上述表述，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８７ａ：２８３－２８４，２０００：６、９、１０，１８９３ｂ：ｉ、ｖ、ｖｉ，１９７９ａ
（７）：９２，１９２０ａ：９６。中译与英译版本许多情况下把涂尔干文中的“风俗科学”翻译成“道德社
会学”。实际上，他很少使用道德社会学这个术语。

从风俗的自发生成和演变入手考察道德的起源和变迁，在贬低或
排除个人意志和个人理性在道德生成和变迁中的作用的同时，也使从
历史和社会的维度理解道德的意义凸显。由于风俗是在历史中、在群
体生活中自发形成并世代延续下来的，要理解特定时代下那些具体的
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定，就必须把它们与当时的社会环境（ｓｏｃｉａｌ　ｍｉｌｉｅｕ）
关联起来。这是列维－布留尔和早期涂尔干关于道德科学的基本设想。

（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在列维－布留尔和涂尔干看来，理论伦理学所构建的道德法则与能

够规范普通人实践的建议之间总是存在一道鸿沟（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

１９０５：３７－３９、４５－４６；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２００６ａ：３２－３３，１９０４ａ（５）：３８４）。“道
德准则越清晰、越具体，关系越明确，要感知到它们与这些抽象概念的
联系就越困难”。（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１４－４１５，１８９３ｂ：１０）在当下的行
动中，我们面对的是在具体的善与恶之间进行判断，或在不同的善或义
务之间进行权衡。此时，单靠普遍法则并不足以对那些直接影响我们
行动的准则做出明确的规定。康德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那种普遍
立法的能力，即通过普遍化检验将特定准则“统摄到”（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普
遍法则之下的能力，只是促使我们的“理性被引向一般化和非个人的
（ｌ＇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方向”（涂尔干，２００６ｂ：８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２５ａ：１２８）。这
与当下行动处境中所要求的那种判断力（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明智”）
或具体的行动规则背道而驰。
因此，在普遍法则与具体准则之间，在独立于处境的普遍立法能力

和当前处境下的判断力之间的鸿沟，成为一个缺乏规定性的空间。它
通常被留给了“实践的紧迫性”（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１５，１８９３ｂ：１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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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行动者任意裁量的领域。康德对行动者的道德主体性的颂扬，对
其拥有的作为普遍立法能力的理性的颂扬，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鼓励
了行动者在这里对自己的理性或判断力的主观确信，鼓励了这种任意
性：似乎只要我们是在遵循自己的理性，就能够合乎道德地、完全自主
地行动（涂尔干，２００６ｂ：８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２５ａ：１２８－１２９）。
甚至，作为受制于实践的紧迫性或行动者的任意性的领域，具体的

道德也不再被视为是从普遍道德法则中一步一步推演出来的，而是被
视为对理想化的道德法则的一种贬损。

对他们来说，具体的道德（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不是对抽
象道德的应用，而是降格（ｄé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道德法则必须被更
改以便与事实相适应，理想必须被更正、被稀释以便与实践的
紧迫性相协调。换句话说，我们在伦理学中承认两种伦理
（éｔｈｉｑｕｅｓ）。一个是唯一真实的，但根据定义却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是实践的，只包括在习俗性的安排中，是根据经验的必
然性做出的让步，这不可避免但又令人惋惜。它是一种低级
的、堕落的道德法则，由于我们的不完满而只能满足于此……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１５，１８９３ｂ：１０）
我们可以在康德那里发现这种观点的依据。康德在阐明理想的道

德法则时，总是预设一种极端情况，即法则的要求与感性倾向发生冲
突、彼此排斥的情况。尽管他试图证明，既然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们
也仍然可以纯粹地基于对法则的敬重而行动，不掺杂任何感性欲望上
的考虑，那么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更会纯粹为了义务而义务。但是，这
个论证导致一个结果，凡是不纯粹的、混合了感性欲望和感性倾向所着
眼的目的的那些道德规则、行动准则和道德行动，都是对纯粹的道德法
则的一种败坏，都是不够道德的。以这个标准来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
碰到的那些具体的道德规则和道德行动基本上都是不纯粹的、在道德
上是可疑的。道德要维持其道德性，就只能作为纯粹的道德法则，成为
一个树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应然、理想或彼岸。此岸的现实生活只能
是这个理想的一种不够完善的投影或现象。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并不是那些一般化的道德法则，只

有在行动时它才会被具体化。普遍的道德法则不过是“哲学家的概括、
理论家的假说”，是“一些抽象”、根本“构成不了实在”（涂尔干，２００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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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３，１９２５ａ：２９）。
相反，道德是由各种明确的规则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

（ｕｎ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ｄｅ　ｒèｇｌｅｓ　ｄéｆｉｎｉｅｓ）。它就像许多具有限定性的
边界，而我们必须用这些模具去铸造我们的行动。……它们
已然存在，已经被制造出来，就在我们的周围活着并发挥作用
（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ｎｔ）。它们是以具体形式存在的道德实在。（涂尔
干，２００６ｂ：２３，１９２５ａ：３０）７

７．引文最后一句在现有的中译本和英译本中都被遗漏了。

具体的道德规则并不是对抽象的道德法则的一种应用或降格，而
就是道德本身（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１５，１８９３ｂ：１０）。它们以风俗、习俗、
格言、法律和道德规则等形态活跃在我们周围，犹如一个一个的模具，
预先给定了人们在特定环境下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模式”（ｍｏｄａｌｉｔéｓ）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２４，１８９３ｂ：２３）。人们并不需要从普遍的道德法则
那里获得具体的法则，而是直接用这些模具来铸造自己的行动。每个
人在面对这些道德规则时所体会到的那种不得不去服从它们的义务

感，并非来自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感性倾向的对抗，而是来自于“集体意
识”对个人意识的“社会压力”（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１１３、１８８）。
综上所述，既然伦理学所确立的那些用来指导人们行动的原则，并

不基于给定的客观实在和道德事实，而更多的是一种“概念的辩证分
析”（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５２；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１２，１８９３ｂ：６）；既
然这些道德原则或抽象概念并不能真正指导人们的实践，那么伦理学
作为一种理论就只是徒有虚名，对这种理论的应用则是无效的。简言
之，伦理学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有关社会实在的法则的科学知识将
取代对道德概念和情感的辩证思辨，传统的实践伦理学将被建立在道
德知识之上的‘理性的技艺’所取代。”（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２０４）

（四）“事物本身给予的理性”
人们习惯于把社会学与隶属于哲学的伦理学之间的差别简化为事

实和规范之间的分歧。这个通俗的观点不完全错，但并未触及问题的
实质。社会学的确强调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中的或当下直接经验到的风
俗、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定等经验事实。不过，它们仍然试图从这些“事
实”出发得出某种规范性的结论，或确立某种应然。科学本身不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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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可以获得能够确立规范（ｎｏｒｍｅｓ）的结论”（涂尔
干，２００６ａ：２３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０４ａ（５）：３８１）。
另一方面，认为哲学伦理学只懂得抽象概念，只会脱离经验实在进

行逻辑推演，只会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顾历史和社会事实显然
也是不公正的。但是，历史和经验事实在哲学伦理学中的确处于一个
与概念分析和逻辑推演以及由此得到的道德法则不对等的位置上。伦
理学所确立的道德法则通常被视为一种理想或理念，被视为一种衡量
历史和社会事实是否道德或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的标准。历史和社
会事实本身并没有自己的合理性，其合理性取决于它与理念符合的程
度。又或者，当针对历史和社会情境，对这些道德法则进行具体化，演
绎出更为具体的道德规则时，历史和社会情境在此往往被视为对理想
的一种折损，由此得到的也只是某种低级和堕落的道德法则，是在理想
和历史—社会情境之间所作的一种折衷。
康德的理论哲学对物自体和现象之间的区分，在道德哲学这里，翻

转为本体层面上的自我意识的先验自由与经验现象层面上的行动之间

的对立，或理想化的道德法则与它们得以实现于其间的历史—经验事
实之间的对立。在理论哲学中，我们的一切知识都被感官—现象所限
定，只能局限在感性世界或现象世界之中，而无法突破现象达到物自
体。但是，在实践哲学中，我们直接从一个“物自体”出发，即“自在的
我”，这个“我”并不经由感官表象或现象推出，并不是经验到的“我”。
毋宁说，我对我自己的每一次经验和反思，总是指向一个正在从事这种
反思的先验的我、自在的我。这个我区别于被动接受对象刺激的我，也
区别于被经验到的我，是主动性的我（“自我活动性”［Ｓｅｌｂｓｔｔｈｔｉｇｋｅｉｔ］、
“纯粹的自发性”）（康德，［１７８５］２０１３：４５２）。这就是我的纯粹理性或纯
粹理性的先验自由。在道德哲学中，我从这个纯粹理性的自在之我出
发，将自己思考为自由的，即把自己思考为只按照自己所立的道德法则
去行动。问题在于，一旦我付诸行动，行动便落在物自体领域，只能再
次作为经验到的现象进入我的认识之中。我从行动落在的那个事件之
流中感受到的只是这个行动与那个行动，这个事件与那个事件之间的
一种因果必然性。也就是说，作为现象它们服从的只是感性世界的自
然法则。如果我们胆敢宣称这些行动与我自由设想的意图完全相符，
那就越界了。谁知道这些行动是否受到了那些我没有意识到的感性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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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隐秘影响，是否超出了我的意图而我却不自知？“自由只是一个理
念。”（康德，［１７８５］２０１３：４６１－４６２）于是，当把基于自在之我或纯粹理
性所构建的纯粹的道德法则应用到现象世界时，后者似乎只能是对前
者的“纯粹性”“道德性”或“自由性”的一种限定或否定。由于现象世界
中人的每一项行动总是带有某种主观兴趣或感性倾向，这就意味着这
些行动，连带指导它们的行动准则或道德规则，都是不够道德、不够纯
粹、不够自由的。二者的分别就是现象与自在、现实与理想的分别。此
岸的任何行动、任何具体的道德规则，都只能是对彼岸那个纯粹的道德
法则的一种贬低、一个投影。
从１９世纪开始，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满意于把上述等级制中处于低

级的历史—社会实在看作对高级的理想制度的一种不完美的体现。相
反，存在着的东西自身就有其合理性，理想制度只是对这些存在着的东
西的一种抽象，并且往往还是一种片面的抽象。黑格尔在德国，圣西门
在法国，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着手于从现实存在着的制度和历史出
发确立某种规范，尽管他们各自的方法和最终立场存在很大的差别。
从实证哲学出发，涂尔干为科学提出了同样的任务：

我们在此面对的是内在于实在之中的客观理性，由事物本
身给予的理性（ｄ＇ｕｎ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é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àｌａ　ｒéａｌｉｔé，

ｄ＇ｕｎ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éｄｏｎｎéｅ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　ｅｌｌｅｓ－ｍêｍｅｓ）。科学家发
现了它并推演它，但并没有创造它。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是理性
的，仅仅是说，在每一个时刻，道德作为它所是和它能被观察到
的那样，都是一个由可理解的材料构成的体系。（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２００６ａ：５４，［１９０８ａ（２）］１９７５ｂ（ｉｉ）：３４３）
事物本身就具有某种理性，有待科学将其提升到意识层面。因此，

关键在于如何把握道德的合理性，并为人们的实践确立一种规范基础。

三、对伦理学的人性论基础的批评

（一）作为目的的人性
在传统伦理学中，人当下之所是与人的真实本质构成了一种对立

关系。各种道德规则旨在促使人亲近德性、禁绝恶行，进而实现自己的
真实本质。在这个基本架构中，人的真实本质被视为人的目的，而道德
法则被视为达致这一目的的手段。道德法则之所以以理想或“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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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呈现，是因为人的本质是当下的人“应该”实现的目的（麦金泰尔，

２０１１：６７－７８）。因此，有关人的自然本性，特别是人的目的的解释，构
成了伦理学的规范基础。

１７世纪以来，伴随着新的自然科学的确立，机械论的自然秩序图
景取代了此前经由基督教思想改造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目的论的

自然秩序图景。人们不再从目的出发，把目的作为一个原因，解释事物
的生成和变化，而是从作用和被作用的角度，即效力因（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
去解释事物的生成和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等人开
始从机械论的因果概念出发重新解释人的自然，以便为新的伦理学打
下一个更为坚实的地基。在思想史上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新的伦理
学用对人性事实上如何的研究取代了传统伦理学对人性应该如何（人
的目的）的研究，并把事实上的人性作为推演道德法则和政治制度的出
发点。
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现代伦理学的确放弃了传统伦理学从自然

目的论出发对人性所作的解释，但它仍保留了作为目的的人性概念。
甚至在法国启蒙思想那里，在目的论的等级秩序被机械论的平面秩序
所取代，在“自然”丧失了规范意涵、变得越来越中立的同时，人却越来
越被凸显为“目的本身”或“绝对”（ａｂｓｏｌｕｔｅ）。狄德罗（Ｄｉｄｅｒｏｔ，２０１７）
明确提出《百科全书》在体系的编排上要“以人为中心”，“因为人是独一
无二的起点，也是一切事物最终指向的目的……把我的存在和我同伴
的存在拿走，自然的其他部分还有什么意义？”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和基础》的开篇，卢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该书要探讨的是脱离一切时
间和地点的、与事实无关的“一般意义上的人”（ｌ＇ｈｏｍｍｅ　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卢梭，１９９７：７１－７２；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８３５：５３５－５３６）。
就此而言，康德的道德哲学继承了法国的启蒙思想（莫斯，２００８：

８０）。康德虽然拒绝把道德法则奠基在经验心理学之上，即有关人的自
然本性的经验研究之上，但他仍然持有一个基于人的纯粹理性而得到
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格性概念，并将其作为道德法则的根据。道德法
则作为一种命令，要求人应该不断克服自己的动物性（感性）所陷入的
自然王国，迈向人之为人的、构成人的尊严的纯粹理性，朝向目的王国。
在１９世纪的法国，不同的思想家对大革命的反思、对其理论基础

的检讨，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这个作为一切道德和政治制度的绝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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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意义上的人”。在大革命的批评者们看来，大革命中人们之所
以不顾历史和社会现实，任意变更现实的道德和社会制度，恰恰是因为
他们把一个超越时间和地点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等同为人的本质和目
的，认为由此推演出来的道德法则和政治制度普适于任何时代和任何
民族。

１８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所孜孜以求的，正是要从不同文
明的那些虚饰和欺骗之下，挖掘出这种虽被掩盖但却恒常不
易的根本人性，因为只有基于这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启蒙哲学
家们才能打造自己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思辨（ｓｐé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ａｌｅｓ）。（涂尔干，２００６ｃ：３４０；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３８ａ（ｉｉ）：１９１）
在德普卢热看来，道德科学对伦理学人性论的批评延续了１８世纪

末以来法国的两大思想传统之间的争论。一边是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
权利传统及其继承者———以库赞为代表的折衷主义，另一边则是德·
迈斯特、德·伯纳德、圣西门、孔德和埃斯皮纳斯所开辟的社会学传统。
后者攻击的焦点正是卢梭笔下“一般意义上的人”，以及由此衍生的人
道主义和世界主义（Ｄｅｐｌｏｉｇｅ，［１９１１］１９３８：１９１－２１１）。因此，只有从
上述视域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批评伦理学的人性
论的实质动机。

（二）抽象的人性
具体而言，他们指责传统伦理学“从某种关于人的概念出发，推演

出在他们看来适合于这个人的理想，然后把实现这一理想的义务确立
为最高的行为规则，即道德法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２１，１８９３ｂ：１８），
不同伦理学家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各自定义的人的概念不同。然而，
这个“人”并不是科学研究的产物，而是伦理学家自己的主观信仰和个
人愿望的表达（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５４；涂尔干，２００３ａ：２２３－２２４；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０ａ］１９７０ａ：２２２）。
与此同时，他们还把这样一种思考人的方式追溯到传统人文主义那

里，对其进行一种历史主义的解构。这个没有经过科学认识的“一般意
义上的人”，首先是一个特定的人，一个“希腊人”。处于人文主义源头的
希腊思想对人性的理解是非历史性的。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都具
有一种“预定的”自然本性，但只有“希腊人”才被希腊诗人和哲学家认为
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然本性（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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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罗马对古代世界的重组、对希腊文化的吸收和发展，“一般意
义上的人”又变成了一个希腊—罗马人；再经过基督教的“大公传统”，
发展为西方基督教社会的人。“按照人文主义教师所描绘并继续在描
绘的形象，‘人’无非是基督教、罗马和希腊的理念之间的某种合成产
物。”（涂尔干，２００６ｃ：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５；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３８ａ（ｉｉ）：１９７）然而，
恰恰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始终被伦理学家们等同为“整个人性”
（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５６）。

１６世纪中期，当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被耶稣会和巴黎大
学落实到实践之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作品再度成为人们“研究人性
的世界”（涂尔干，２００６ｃ：３４１；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３８ａ（ｉｉ）：１９２）。然而，人们
在此把握到的不是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丰富而又具体的希腊人

或罗马人，而是非历史性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人性（涂尔干，２００６ｃ：

２６７；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３８ａ（ｉｉ）：９９）。正是这种形式化的人文主义教育，孕
育出了笛卡尔偏重几何思维的理性主义、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世界
主义、特别是作为大革命政治遗产的“革命宗教”（涂尔干，２００３ａ：２２７；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０ａ］１９７０ａ：２２５），即 “人 性 宗 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ｄｅ
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一种人既作为信徒又作为上帝的宗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８９８ｃ］１９７０ａ：２７２；涂尔干，２００３ａ：２９２－２９３）。
然而，这种“抽象实体”（ｅｎｔｉｔéａｂｓｔｒａｉｔｅ）意义上的人是不存在的

（涂尔干，２００３ａ：２２３；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０ａ］１９７０ａ：２２０）。从横向的维度来
看，具体的人总是处在由前辈人、同辈人和集体生活所编织的“多重的
纽带”（涂尔干，２００３ａ：２２６；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０ａ］１９７０ａ：２２３）之中。构成
这些纽带的正是共同的信仰、风俗、道德和法律等。它们不是作为过去
的一种遗迹或有待实现的理想摆放在现实生活的对面，而是活跃在人
们日复一日的社会活动中，犹如一个一个的模具，不断铸造人们的观念
和行为。因此，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每个人在其原有的个人存在之上，
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社会存在或社会人。
从纵向的维度来看，既然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总是被特定的社会

生活所规定，而社会形态总是处于演变之中，那么人性也不是永恒不变
的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体，而是处于“无休止的演进、分解、重组过程之
中”（涂尔干，２００６ｃ：３４３；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３８ａ（ｉｉ）：１９４）。希腊、罗马和基
督教的人性只是上述过程中的若干片断。因此，仅仅通过人文主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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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或阅读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来认识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借助心
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来丰富自己对人的认识。

我们真的能够相信，研究丰富复杂得令人称奇的印度文
明，在教育上的价值就不如研究罗马文明，即印度文明所代表
的那种人性（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是一种更低等的人性？随着历史学
和考古学的发现范围的扩大，我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想
要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按照那种不典型的、有限的文明的模式，
那种属于罗马人民的文明的模式来塑造人，这种期望是多么
狭隘。（涂尔干，２００６ｃ：３４３，１９３８ａ（ｉｉ）：１９４）

８．参见库朗热（［１８６２］２０１５：３７２）对其《古代城邦》一书的实践关切所作的说明：“……拙劣模
仿古代也始终是后患无穷。因为拙劣模仿古代，我们才有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

列维－布留尔同样强调，对低级社会中原始心智功能的认识，将有
助于人们解释更高级的心智功能。进一步来讲，通过对没有明显沟通
的那些社会中的人的心智过程（神话结构、信仰结构、魔法实践、家庭和
部落的组织结构）进行比较，“人类心智结构的统一性”（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
［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６５）或许终有一天会显现。
上述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

科学的进展，无论是此前涂尔干的老师库朗热摆脱传统政治史的影响对
希腊罗马政制所作的历史研究，８还是涂尔干学派对澳洲和美洲原始人
的心智结构的人类学研究背后的现实关切：通过实证性地研究异族文明
的风俗、宗教和社会形态，提供对人性和道德的更为丰富的认识，从而摆
脱长久以来希腊—罗马传统所塑造的人的形象以及希腊罗马的道德和
政治制度在欧洲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典范地位。从莫斯（２００８：５３－８１）
关于人的观念或“我”的观念的研究中，从他的学生路易·杜蒙关于古代
印度的“阶序人”的研究中（Ｄｕｍｏｎｔ，１９７４：４－８，１９８６：６０－６２），可以看到
这一实践关切如何延续为一种学科内部的理论关切。

（三）“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
与上述批评相应的一个方法论上的批评是，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

指责传统伦理学持有一种目的论解释或“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１６３）。这个批评
可以概括如下：传统伦理学总是把实现人的本性当作道德之所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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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和存在的理由，并把道德乃至社会都看作实现人的本性的一种手
段。“社会之所以组成，就是为了使个人得以实现其本性；而社会经历
的一切变革，也只是为了使个人的本性实现得更加容易和更加完整。”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２６，１８９５ａ：１２２－１２３，［１８９２ａ］１９９７：５２）
然而，这个目的论解释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道德的产生和演变

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的本性或人的目的，它们也不是借助反思和推理制
造出来的人为安排，更不需要伦理学家或其他人来为它立法（涂尔干，

２００６ａ：２４５－２４６；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８７ｃ：４５，［１８９２ａ］１９９７：５２）。道德是给定
的事实，是人们每天直接碰到的那些世代传承下来的风俗、行为规则和
法律制度。当然，这并不否认个人的反思，伦理学家的反思能够提高和
完善道德，但反思并不是道德的必要条件（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２４６、２６５；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０８ａ（２）］１９７５ｂ（ｉｉ）：３５１，１８８７ｃ：４５）
即使人们要有意识地干预道德和社会制度，也必须借助影响道德

事实本身的“效力因”。这就涉及涂尔干的第二点批评，即目的论解释
把一项道德规则的功能与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混淆了。人们虽然可以
感觉或认识到某些道德规则对他们来说具有某种效用，并通过作用于
产生这些道德规则的原因来促成他们想要的效果，但是人的需要或目
的并不是这些道德规则之所以产生、变化或继续存在的原因。人们不
可能仅凭自己的目的就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只能通过作用于产生
这种效果的原因（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２０－１２１，１８９５ａ：１１２－１１３）。
在涂尔干看来，伦理学家在把实现人的本性或人的目的当作道德

之所以产生和变化的原因时还犯了另一个错误，即把道德事实还原为
个人心理事实来解释（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２７，１８９５ａ：１２４－１２５）。
但是，道德作为一项社会事实是自成一类的（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有其自己的
“效力因”。所谓的“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在此意味着，道德作为
一项社会事实，人们必须从其他社会条件中寻找它生成和演变的原因。
对此，列维－布留尔指出，不把道德实在视为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是

把它视为社会实在的一部分，而社会实在与物理实在一样，都属于自然
的一部分，因而可以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其法则，这“是涂尔干学
派的社会学家与古代‘伦理科学’的代表们之间争论的焦点”（Ｌéｖｙ－
Ｂｒｕｈｌ，［１９０３］１９０５：１９）。
伦理学家当然不会否认自己持有一个目的论的框架。但那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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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不尊重道德事实或社会事实，或是幼稚到认为单凭自己的目的
就可以无中生有地造出一套道德规则，而是因为他们的重心不在于描
述和解释现实中存在的道德，而在于确立和衡量哪些道德规则最有助
于实现人的真实本质。因此，伦理学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去认识人的
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道德规则应该是怎样的。
针对社会学家对经验事实的强调，伦理学家会反驳道，人事实上如

何并不能作为判断人的真实本质、人的真正目的的依据；同样，道德事
实上如何存在也无法证明它就应该这样存在（姑且不论我们是否将道
德视为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除非社会学家持有一个规范意义上
的事实概念。也就是说，不是把事实简单地等同为任何实际存在着的
东西，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规范标准来使用。实际上，社会学家的确持有
这样一个规范标准，这就是“ｎｏｒｍａｌ　ｔｙｐｅ”。
因此，如果把此处道德科学和伦理学的争执简单地理解为究竟是

诉诸效力因还是目的因来解释道德事实上的分歧，我们就会低估上述
批评的实质。涂尔干等人的质疑在于：“究竟什么可以证明道德的目的
是要实现人性———道德为什么不能把满足社会利益（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ｏｃｉａｕｘ）当作自己的功能呢？”（涂尔干，２００６ｂ：２５；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２５ａ：

２５）相较于人的目的，社会利益是一个更自明的规范基础吗？

（四）人作为社会存在
通过对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道德科学所持有的人性论

也得以显现：人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
涂尔干持有一个关于“人的两重性”的理论。在他看来，以往的伦

理学在身体和灵魂或感性和理性之间所构建的对立，归根结底是人自
身的两个维度，即纯粹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纯
粹个人存在，人除了自身的生理需要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因而与动物无
异；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他还有超出生理需要的社会需要。它们实
际上都是人通过参与社会生活而获得的。“社会的影响在我们身上唤
醒同情和团结一致的感觉，驱使我们朝向他人；正是社会，按照它的像
（ｉｍａｇｅ）形塑我们，将宗教、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渗透进我们，支配着我
们的行动。”（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ａ：２１１－２１２，１８９７ａ：２２６）因此，每个人也
只有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才能满足其社会需要。
甚至，与其说个人通过社会活动来满足他的社会需要，倒不如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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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个人来满足它自身的需要。“这些活动就是社会本身在我们每
个人身上的肉身化和个人化。”（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ａ：２１２，１８９７ａ：２２７）这
个表述虽然有悖于我们的习惯，但却表达了涂尔干的核心观点：社会已
经内化为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它不仅体现在人的行动方式上，而且渗透
到个人意识之中（涂尔干，２００３ａ：２３１；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４ａ］１９７０ａ：３１６）。

或者说，每个人都可以被设想为是从一个无垠的社会存在中冒出来的
一个一个的点（Ｄｕｍｏｎｔ，１９９９：５）。较之于他们共有的、消弭于其中的
社会存在而言，这些个人差异是微不足道的。

９．这里直接使用法文不加翻译是为了保持这个词的模糊性，涂尔干有意利用了这个词的双
重含义：正常类型和规范类型。前者指事实，后者则指规范。涂尔干试图借助该词的定义在
两者之间进行转换。

这就不难理解道德科学对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不
存在一个脱离时间和地点的、脱离社会生活的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又
构成了一切道德和社会现象所着眼的目的或中心。真正构成中心的是
社会，而道德是社会将每个人包裹起来、编织进自身之内的那些纽带，

它们服务的是社会需要或社会功能。

四、社会功能

（一）Ｌ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ｙｐｅ９
针对“人的科学”（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只能对事物进行观察和解

释，而不能进行善恶判断的观点，涂尔干反驳道：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内在于事实本身的客观标准，使
我们在各类社会现象中科学地把健康与疾病区分开，科学就
可以在忠于自己的方法的同时照亮实践。实际上……健康状
态确立了一种规范（ｌａ　ｎｏｒｍｅ），它必须作为我们一切实践推
理的基础。（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８６－８７，１８９５ａ：６１－６２）

这个健康状态也被称作“ｌ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ｙｐｅ”或“ｌ＇éｔａｔ　ｎｏｒｍａｌ”。显然，

涂尔干有意借助了“ｎｏｒｍａｌ”一词的双重含义。如果道德科学可以帮助
人们确立一种“道德健康状态”或事实上的“正常类型”（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６４ａ：３４，１８９３ａ：ｉｖ），那么，这个“正常类型”也应该成为人们在道德实
践上参考的“理想类型”或“规范”类型（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３３９，１８９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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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８）。另一方面，把“正常类型”作为一个标准，还可以帮助人们判断哪
些是偏离它的“反常类型”。总之，ｌ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ｙｐｅ构成了一个桥梁，可
以帮助人们从事实过渡到规范，从科学过渡到技艺。借此，道德科学在
拒绝伦理学把自己定义为一门“规范科学”的同时，仍然可以给出规范
性的结论。这是一个基于道德事实或社会事实自身的规范，而不是从
人的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规范。
关键在于如何从各种各样的风俗、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定中区分出

正常类型。

（二）因果解释和功能分析
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对“正常类型”的定义经历了两

个阶段（分别为第３章的第１节和第２节）。在第一个阶段中，他将一
般性（ｇéｎéｒａｌｉｔé）等同为社会中最频繁发生的特征，即平均类型。在第
二个阶段中，他试图论证频繁发生的特征之所以频繁发生，是因为它对
社会有利，是好的。在这个“一般性＝平均类型＝好的”的等式中，任何
一步等同都不是毫无争议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事实上频繁发生的特
征等同为规范上的好，或者说，把“事实上的正常性”转化为“法权上的
规范性”（ｏｎ　ｐｅｕｔéｒｉｇｅｒ　ｃｅｔｔ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ｔéｄｅ　ｆａｉｔ　ｅｎ　ｕｎ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ｔéｄｅ
ｄｒｏｉ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９４，１８９５ａ：７４）（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涂尔干非常清楚这一步跨越存在的困难。为此，他提出要把因果

分析和功能分析结合起来使用。“一个现象的规范性只有与生存条件
结合起来才能得到解释，它或者是作为这些条件的一种必然的机械性
的效果，或者是作为一种手段，使有机体可以适应这些条件。”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ｉ）：９４，１８９５ａ：７４－７５）为了避免把这里的“或者”理
解成二者择一，不妨看看《社会分工论》是如何解释劳动分工的：

毋庸置疑，道德是在历史中，在历史性原因所支配的领域
（ｌ＇ｅｍｐｉｒｅ　ｄ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中发展的；它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发挥某种功能（ｆｏｎｃｔｉｏｎ）。不管它在某一时刻是什么，人
生活于其中的条件不允许它是其他样子的。这一点的证据在
于当且仅当这些条件变化了，道德才会变化。（涂尔干，２０００：

７；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３３，１８９３ｂ：ｉｉ）
社会条件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被理解为“历史性原因”和效果

之间的必然关系。这构成了《社会分工论》的第二卷即“原因和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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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分工，是因为人口容
量和人口密度的增大，导致人们的生存压力增大，迫使人们采取劳动分
工来缓解这一压力。简言之，在社会的自然本性与劳动分工之间存在
一种关系，或者说，劳动分工是源自社会的本性的自然法则。
与此同时，社会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被理解为一种功能关系———

这是从一项事实是否满足社会需要入手来解释的。这构成了《社会分
工论》第一卷“劳动分工的功能”和第三卷“反常形式的分工”所采用的
分析视角。因此，只有在社会的各个部分或各种功能之间建立一种相
互适应的关系，有益于社会，这种分工才是正常的；否则便是反常的分
工。
不难看出为什么需要两种解释路径。即使我们承认在社会条件的

变化与劳动分工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仍然无法证明现代社会大规
模存在的劳动分工就一定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同时也是“人类行为的
道德规则”（涂尔干，２０００：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３ｂ：４）。因为还存在各种形
式的反常分工，它们同样是迫于生存压力而产生的。因此，只有借助功
能分析，才能区分正常的分工和反常的分工。
这表明，涂尔干既不是靠平均类型，也不是靠因果分析，而是靠功

能分析定义了什么是社会的正常类型或规范类型。但是，在《社会学方
法的准则》第５章中，他（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１９－１２５，１８９５ａ：１１０－
１２０）对孔德、斯宾塞以及伦理学家的批评不正是在于他们混淆了功能
分析与因果分析，从一个事物的功能或目的出发来解释社会现象吗？
功能分析即从对社会有用与否入手来解释道德难道不也是一种目的论

解释吗？

实际上，涂尔干并未彻底否定目的论解释，而是通过两步修正把它
纳入其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之中。首先，他反对的是从人的目的出发来
解释社会现象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从社会目的出发来解释
社会现象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社会目的或社会需要中寻找
社会现象的功能。这样就满足了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要求。

我们更偏好使用“功能”一词而不是“目的”或“目标”，正
是因为一般而言，社会现象并不是为了其所产生的结果的有
用性而存在的。我们必须确定有待考察的事实与社会有机体
的一般需要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符合关系（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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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种符合关系包含了什么，而不需要去认识这种符合关
系是否是有意图的。（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２３，１８９５ａ：１１７）
因此，只要道德科学能够在“社会有机体的需要”和某一道德规则

之间发现“符合关系”，就可以保证这种功能解释或目的论解释是合理
的。
其次，涂尔干在要求社会学家把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区分开的同

时，还指出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先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解释，然后
再对其进行功能分析。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纯的功能解释或目的论解释
落入主观臆测，又可以借助功能分析来检验因果解释是否合理。

真的，原因和效果的坚固纽带具有一种交互性（ｃａｒａｃｔèｒｅ
ｄｅ　ｒéｃｉｐｒｏｃｉｔé），这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毫无疑问，效果
不能没有原因而存在，但是原因反过来也要求其效果。效果
是从原因中获取其能量的，但是有时效果也向原因返还这种
能量，因此，如果原因不受影响，那么效果也不会消失。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２４，１８９５ａ：１１８）
这段表述令人惊讶。一旦承认原因和效果之间存在这种“交互

性”，承认效果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原因，那就无异于承认目的或功能也
可以成为维持该事物存在的原因。简言之，就是承认目的因的存在。
尽管人们无法不顾社会状况随意干预道德和法律，但是他们的确可以
在不同的“因果关系”之间进行选择，促成或规避某种效果。
稍加留意，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分工论》中的因果分析夹在两次

功能分析之间。功能分析不仅先于因果解释，而且对于确立因果解释
不可或缺。如果没有第一卷借助功能分析对正常的劳动分工所具有的
有机团结功能的确证，那么第二卷的因果分析就无法从众多因素中把
生存压力与劳动分工识别为因果关系。促成劳动分工的不只是生存压
力，还有预先存在的机械团结、集体意识的衰落和遗传性等原因。同
样，生存压力也可以产生各种结果，如贫苦、移民和战争等。在上述种
种联系中，涂尔干最终在生存压力和劳动分工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
系，恰恰是因为他已经预设了劳动分工有助于缓解生存压力这一功能
解释或目的论解释。
可见，道德科学与伦理学的差别不在于是否承认目的论解释，是否

预设了某种规范，而在于各自持有的规范标准是什么。对于伦理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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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的目的是评判道德规则的标准；而对于道德科学来说，只有社会
功能才构成这样的标准。
什么是涂尔干所理解的“社会功能”？判断一项规则是否正常、是

否道德，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社会有机体自身的维持。这是涂尔干在其
学术生涯的开端就提出的观点。

我们并不想要讨论伦理学的最终基础。不过对我们来
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即在实在中，道德的实践功能（ｆｏ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是使社会成为可能，帮助人们不受伤害、没有冲突地
生活在一起，总之，就是要保护伟大的集体利益。（涂尔干，

２００６ａ：２３８；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８７ｃ：３８）
为什么道德的目的就是或只能是维持社会的存在、集体的利益？

除此之外，它难道就不能有其他更高的目的吗？

（三）基本形式
１８９８年《乱伦禁忌及其起源》的发表是涂尔干道德科学事业的一
个转折点。鉴于笔者对此有过详细考察（陈涛，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ｂ），这里仅
简要提及相关要点：首先，原始宗教取代风俗成为道德科学的研究对
象。研究对象变化的同时，整个解释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早年涂尔干
从“社会形态学”入手，即从社会类型的变化出发解释道德的起源和变
迁，但后期他选择从“集体表象”理论入手，通过解释“神圣性”如何从集
体欢腾中被再造出来，来阐释道德理想的创造和道德的变迁（陈涛，

２０１５）。因为宗教生活中的神圣性相当于道德理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位
置：“我们所定义的神圣，恰恰是某种加之于现实或高出于现实的东西，
而理想恰好也符合这个定义，我们不能只解释一个问题而忽视另一个
问题。”（涂尔干，１９９９：５５６；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２ａ：６０２）在道德理想的映衬
之下，风俗作 为 普 通 人 或 平 均 人 所 遵 从 的 平 均 道 德 （ｍｏｒａｌｉｔé
ｍｏｙｅｎｎ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５０，１８９３ｂ：５１），只是一种庸俗道德
（ｍéｄｉｏｃｒ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é）（涂尔干，２００２：９０；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１ｂ］１９２４ａ：１１９，

１９２０ａ：３３０－３３１，１９７９ａ：９２）。道德理想与风俗的差别即神圣与世俗的
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涂尔干在《〈论道德〉导论》中把“道德科学”与“风
俗科学”明确区分开（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７９ａ（７）：９２，１９２０ａ：９６）。
其次，有关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研究取代了对“正常类型”的

探究。这不仅仅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涂尔干通过研究宗教生活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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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体欢腾来把握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陈涛，２０１２）。尽管集体欢
腾可以唤起社会成员共同的情感和集体意识，因而对于维持人们的凡
俗生活或“社会的分散状态”（涂尔干，１９９９：２８５；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２ａ：

３０８）是必不可少的，但激烈的宗教生活较之于凡俗生活，是一种非正常
的（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ｌ）、甚至是反常的（ａｎｏｒｍａｌ）生活。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
“革命时代或创造时代”，还会出现“正常时期”（ｔｅｍｐｓ　ｎｏｒｍａｌ）很少出
现的暴力和乱伦的情况（涂尔干，１９９９：２８２、２８６－２８７；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１２ａ：３０１、３０８－３０９）。不过，悖谬的是，这种突破道德和宗教禁忌的
时刻，并不妨碍涂尔干将其称为道德上最具有创造性的时刻。这不难
理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道德革新，特别是道德理想的重塑，不可能来
自于风俗的自发演进，必然要打断常规的社会生活。

１０．实际上，早在《社会分工论》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就提出了研究简单社会的设
想，即ｈｏｒｄｅ（涂尔干，２０００：９４、１３５［中译本在这两处分别将ｈｏｒｄｅ译作“游牧部落”和“群居社
会”］；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１６，１８９３ｂ：１４３、１８９，１８９５ａ：１０７）。不过，这些讨论服务于他从社会形
态学出发对正常类型的定义，因而与后期从集体表象理论出发研究简单社会存在一定的差别。

上述变化是否影响到涂尔干所采用的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相结合

的解释方式，以及他对社会功能的定义？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
原始宗教是简单社会１０中存在的最简单的宗教，犹如生物界的“单细胞
生物”（涂尔干，１９９９：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２ａ：５）。这个比喻非常直观地说
明了选择原始宗教作为研究对象在解释上所具有的优势：首先，原始宗
教在功能分析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由于它是最简单的社会生活，
所以呈现在其中的那些要素，就是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最不可或缺的
要素（éｌéｍｅｎｔｓ）或基本形式（ｌｅｓ　ｆｏｒｍｅｓ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所有这些因素
都简化到必不可少的地步，简化到没有了它们就没有宗教的地步，而这
些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本质的要素。”（涂尔干，１９９９：７；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１２ａ：８）因此，并不需要区分哪些是正常的要素，哪些是反常的要素。
进而，由于它们是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最必不可少的要素，它们所担负
的功能也必然是维持社会生活最不可或缺的那些功能。这里已经没有
必要再去区分本质和非本质的功能、正功能和反功能，因为呈现在这里
的功能已经是简化到了一旦缺少它们社会生活就不再可能的那些最本

质、最正常的功能。其次，原始宗教在因果解释上也具有其他社会现象
不可比拟的优势：“我们观察的社会越不复杂，这些原因就越容易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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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涂尔干，１９９９：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２ａ：１１）相较于受到诸多原因影
响的高级社会生活，基本形式可以更为清晰地帮助人们识别出决定它
们的原因。
综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延续了涂尔干一贯采用的功能分析

和因果分析相结合的思路。与此同时，社会功能的概念的确有了更为
丰富的内容———社会的重组和集体情感的唤起。凡俗生活作为社会的
分散状态，即人们分散到各地谋求自己的经济生活，虽然对于社会生活
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却是一种“庸俗”（ｍéｄｉｏｃｒｅ）、“单调、萎靡而
且沉闷”的社会生活（涂尔干，１９９９：２８５－２８６；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２ａ：３０８）。
社会生活的可能性、社会生活的维持不能仅限于维持经济生活，不能仅
限于人们毫无冲突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它还需要人们借助对神圣的图
腾标记的集体膜拜，重塑和发泄他们的集体情感，并创造出一个神圣世
界或理想世界。

一个社会不创造理想就不可能被构成。这些理想就是社
会据以看待其自身的观念，作为它发展的高潮 （ｐｏｉｎｔｓ
ｃｕｌｍｉｎａｎｔｓ）。把社会仅仅看作一个具有维持生命功能的有机
体，就是贬低它。因为这个身体拥有一个由集体理想所构成
的灵魂。（涂尔干，２００２：１００－１０１；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１ｂ］

１９２４ａ：１３６）
简言之，社会功能不限于维持社会的生命，还要唤起社会的灵魂或

社会的意识。相应的，道德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助具有神圣性的道德
理想，唤起人们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或者说，社会借助道德理想在
个人意识中的唤起，使人意识到它的存在。
不过，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这种集体欢腾的时刻就一定高于每个

人忙于自己生计的社会生活？答案仍然是社会的自我维持。强烈的集
体生活比起单调的社会生活更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存活。
但是，如果不把社会自身的维持与个人的幸福、自主或人性的实现

联系起来，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集体欢腾就一定好过经济生活。涂尔干
显然拒绝把社会功能还原为个人目的。因此，从“社会生活的可能”或
社会功能入手来定义道德，最终促使涂尔干把论证重心落在社会概念
之上。他不仅要把社会提升为一种道德存在、神圣存在，而且还要将其
提升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实体。只有凭借一个有其独立存在、独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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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才能将社会功能与个人目的区分开。但是，如果社会成为一个
如此独立于人的实体，它的需要或目的在何种程度上对个人来说还构
成一项道德要求就成了一个疑问。

（四）社会的实体化
对现代人来说，较之于个人的自我实现，社会本身的存在和延续并

不更少抽象性、也并不更多自明性。
因为现代人已经牢牢地被一种原子论意义上的个人概念所攫住：只

有个人才是真正的实体，或者说只有个人才是在本体上真实的东西。相
比之下，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民族、群体、共同体和国家等具有某些个人
所不具有的特征，或者说具有某种实在性，但它们仍然不具备与个人同
等程度的独立性和实在性，仍然算不上实体。我们习惯于说，如果没有
了个人，那么所有这些东西也都将不存在。至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
么人在现代思想中被视为一个绝对或目的本身。正是这个实体意义上
的个人概念，构成了现代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
至于社会，它在实在性上甚至还远远不及共同体、民族和人类。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原本指个人之间的组合或结合关系（Ｄｕｍｏｎｔ，１９８６：７４）。它被
提升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专门概念，主要归功于契约论。在这
个语境下，理论家通常会从人所具有的“社会性”这种自然倾向出发，论
证人必然要与他人合作，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无法处于孤立状态或
自然状态。因此，“社会”首先用来指自然状态后期人与人之间已经发
展出来横向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但还没有建立起政治统治意义上的
臣属关系。国家的建立虽然影响了人们的结合方式，但并未改变它的
本质。大到“政治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即国家，小到国家内部的各种团
体，就其在本质上都是自由而又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一种自愿结合而言，
它们都可以被称为社会。在这种解释中，社会的实在性甚至社会的规
范性，最终都基于人性之中的“社会性”。因为构成社会的各种道德和
政治制度被视为实现人的社会性的手段。
涂尔干既不赞成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来解释社会，也不允许把社

会等同为个体之间出于自愿的结合。除了否定存在社会性这种永恒不
变的抽象人性，以及借此对道德所作的目的论推演之外，他有一个更深
刻的洞察：

既然只有个人是实在的和自然的，那么整体就只能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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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存在（ｕｎêｔｒｅ　ｄｅ　ｒａｉｓｏｎ）……正是个人亲手创造了整体。既
然个人保留了他所构造的这个集合体的全部实体性（ｔｏｕｔ　ｌ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ｄｅ　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那么整体永远也无法达到与作为自
然的作品的个人同等程度的统一和实在。（涂尔干，２００３ｂ：７６；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８ｂ：１７）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从个人出发解释社会，那么社会就不可能被视

为像个人一样的实体，而只能被视为诸多个人的一个集合。因此，对涂
尔干来说，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确立社会的实体地位，从社会出发来解
释个人。
从要求人们把社会当作“物”或“有机体”，到把社会等同为“神”，涂

尔干始终在不遗余力地论证社会的实体地位。这个论证可以简单概括
如下：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彼此互动时，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都有别于他
独自一人时的观念和行动。这表明，从人们彼此的结合中产生了一种
新的存在或新的意识，它无法被还原到个人意识层面来解释，而只能就
其自身来解释（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２８－１２９，１８９５ａ：１２７）。单就此
而言，霍布斯和卢梭等契约论理论家也不会表示反对。政治社会就是
着眼于共同的防卫和保存或公共利益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社会是一个自成一类的存在，涂尔干不惜把它想

象成与人一样具有身体和灵魂的有机体，一个拟人化的实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群体的风俗、道德和法律等构成了社会
的直接可感的外在形体或外在行动，它们的历史延续性和自发的演变
则被用来证明社会有独立于个人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集体意识或
集体情感则构成了社会的意识或灵魂，被用来证明社会有不同于个人
意识的思维方式。
上述论证并不成功。因为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８２ａ（１）：１２９，

１８９５ａ：１２７）自己也承认“没有特殊意识，任何集体意识都无法被产生出
来”，所以他仍然把个人预设为社会的前提。他最多可以通过揭示人类
存在的社会性或群体性，在某种程度上稀释个人的独立性和实体性，但
仍然无法证明“集体意识”或社会可以达到像个人一样甚至更高程度的
自足性和实在性。
在后期的宗教研究中，社会虽然被涂尔干提升到宗教中神的高度，

甚至是比神和图腾等还要原初的神圣存在，但他在论证社会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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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般的实体地位时所依据的那些理由较之于早期著作并没有实质推

进。并且，一旦把目光投回现代社会，他仍然不得不承认今天人格已经
取代了神，因而只剩下“人性宗教”。对此，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反复强
调，“道德个人主义，乃至对个人的膜拜，其实都是社会本身的产物，社
会制度化了（ｉｎｓｔｉｔｕé）这种膜拜，并把人打造成这种膜拜所服侍的上
帝”（涂尔干，２００２：６３；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０６ｂ］１９２４ａ：８４－８５）。此外，通过
对范畴或概念的社会起源的解释，涂尔干做出了他最雄心勃勃的尝
试———从根基上摧毁康德借助统觉为先验自我奠定的本体地位，代之
以一个被提升到本体地位的社会。社会，而非自我，才是提供概念并从
事综合统一工作的源头。因此，从统觉的综合统一能力出发，得到的不
是自我的本体地位，而是社会的本体地位。我们很难认为这一努力是
成功的。
退一步讲，假设社会真的是一个实体，而个人也承认他是一个社会

人，社会的需要或功能就能够对个人构成道德或义务吗？特别是当我
们考虑到这一点，即涂尔干反复告诫我们，不要把社会功能还原为个人
目标，无论是个人幸福，还是个人自主时。“社会的每一个功能都有其
自己的目标，无限超越于个人目标，甚至二者也不属于同一类型。”（涂
尔干，２００６ａ：２７８；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８７ｃ：３９）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存
在与否，或者说，它如何存在，又与人们有什么关系呢？从一种事后的
角度可以看到，涂尔干曾经考察过的经济领域中的劳动分工系统和政
治领域中的科层制在普通人眼中的确犹如一个有了自足存在的“实
体”。然而，它们对个人的要求并没有被人们理解为一种道德义务。人
们对此要么表示漠然，要么感受到一种压迫。当代的社会系统论已经
借助系统概念，把普通人的这种感受表达了出来。社会被概念化为一
种相对独立于人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够自我维持和自我生产
（ａｕｔｏｐｏｉｅｓｉｓ）的系统。单凭非规范性的制度在功能上的相互调适，它就
可以实现一种“系统整合”，从而无须再借助共同的道德或价值规范在
行动者之间谋求一种“社会整合”（洛克伍德，１９９７：３、５）。因此，当社会
被实体化到彻底不依赖于个人的自足存在时，也无法再依据社会功能
的概念对人们提出道德义务上的要求。
或许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是否一定要把社会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实

体化或物化为本体和现象、原因和效果，或社会功能和这种功能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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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道德本身就是一套得到人们认可并借助行动而得以沿袭下来

的社会关系或人际交往模式。社会关系形态的历史变化，必然带来不
同形态的道德，但我们并不需要把二者的关系实体化为两个事物之间
的关系。它仅仅意味着某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或原有社会关系
的优先级别的调整，要求相应的道德形态进行调整，重新对其加以界
定。特别是，现代经济活动从家庭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相对独立于国
家和家庭的一个领域，它所要求的道德关系就更接近于康德所勾勒的
对等人格之间的抽象权利和一般化的道德，而不是家庭成员或国家与
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对应着不同层级的
道德。它们不仅无法被单一的社会功能或社会需要所穷尽，甚至在很
多时候也不能仅仅根据“社会”需要来界定。当涂尔干不满足于揭示人
类存在的社会性，也不满足于挖掘社会事实自身的内在合理性，而要进
一步把社会实体化时，他走得太远了。

五、现代道德的规范基础：社会还是人？

作为一种替代的选择，人们或许想把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向友爱
共同体、宗教团体或社群等概念靠近，从而对他的社会理论进行一种社
群主义式的解读。这样一来，社会功能概念就被具体化为特定共同体
或特定群体的利益，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接受。
的确，《社会分工论》之后，涂尔干越来越希望借助对职业群体和职

业道德的研究，去充实和补充劳动分工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基于功能差
异和互补而建立的广泛的、形式化的普遍依赖关系（“有机团结”）。职
业群体被追溯到罗马史前或王政时期的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即一种由工匠或商
人组成，但兼具组织共同宴饮仪式、节日仪式和葬礼等职能的宗教色彩
的团体。借此，它具有了某种《社会分工论》中借助以宗教禁忌和戒律
为代表的压制型法律所揭示的那种被集体意识或宗教情感所笼罩的、
由相似个人所构成的机械团结的特征。因此，曾经被宣告为伴随着分
工的展开和个人自由的增进而必然不断衰落下去的那种具有宗教情感

色彩的集体意识（涂尔干，２０００：１２８－１３４；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３ｂ：１８１－
１８８），借助职业群体这一治疗方案，在涂尔干的头脑中再次复活，并预
示了后来他借助澳洲和美洲的原始宗教生活所描绘的、氏族成员对图
腾的神圣性所具有的集体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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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涂尔干所持有的作为整体的社会概念，显然并不满足于像伦
理学那样将社会划分为国家、职业群体和家庭等不同领域，并把基于职
业群体而得到的典范意义上的社会和职业道德局限于职业群体内部。
那样的话，职业道德作为一种“发展到极致”的“道德特殊主义”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ｍｅ　ｍｏｒａｌ）（涂尔干，２００６ａ：６；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０ａ：１０），仍然
要隶属于着眼于国家利益但却一般化的公民道德，以及超越国家层面
的、人与人之间更为一般化和抽象化的道德———它恰恰集中体现在人
们围绕经济活动所展开的那些活动之中。也就是说，职业群体和职业
道德不仅不能规定围绕着经济活动所展开的各种社会关系，反而要受
到从后者那里发展出来的一般化、抽象化的道德标准的规制。
考虑到涂尔干后期对原始宗教的研究，从这种缺乏社会分化和组

合的宗教共同体中得到的社会形态和道德形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推
广并适用于现代的职业群体，甚至现代社会这样在组织和功能上高度
分化的整体中？这样做会不会将现代社会中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道
德标准抹平为单一而又贫乏的集体利益或社会生存？由于涂尔干凭借

原始宗教生活或职业群体所构想的那种在宗教情感笼罩之下、由相似
个人所构成的均质社会，缺乏黑格尔、哈贝马斯甚至亚里士多德等人在
构想社会生活时所依据的那种分化结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系统
和生活世界），他似乎只能按照单一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功能概念来构想
家庭、职业群体、市场、国家以及相应的道德形态。
其次，原始宗教生活缺乏的不止是社会功能或社会组织的分化，还

有个人意识（涂尔干，２０００：１５４，１９９９：５５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３ｂ：２１１－
２１２，１９１２ａ：６０６－６０７）。当然，对涂尔干学派来说，这恰恰在某种程度
上构成了原始宗教生活的典范意义，因为它提供了突破从西方人文主
义教育长期持有的、实体意义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来思考社会和道德
的契机。但是，这种思考并没有直面现代社会“一般意义上的人”对自
由、权利和自主的主张，更没有直面从笛卡尔到康德的现代主体哲学为
这个“人”所作的形而上学论证，而总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要么借助对
原始人心智结构的社会起源的研究、对自我或人的概念的历史谱系的
研究，证明“人”或“我”只是一种历史建构，而非具有本质的实体，从而
消解现代思想为自主个人的辩护；要么满足于借助科学的修辞说服人
们相信在社会法则、社会功能与个人自由之间不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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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涂尔干从一个均质的、缺乏分化的社会整体
概念出发，缺乏对自我意识的充分考量，人及其行动的各种可能性都被
抹消了。一切行动都应该服务于社会的需要，就此而言，也都应该是道
德行动，甚至连思维活动本身要求的逻辑一致性也被等同为一种“道德
必然性”（涂尔干，１９９９：１９；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１２ａ：２５）。一切经受不住社会生
存这个普遍法则检验的行动准则，都是不道德的。因此，毫不奇怪的是，
就连那些传统伦理学赋予极高评价的德性行动，也无法通过上述检验。

这些行动不是必要的，不着眼于任何至关重要的目的
（ｆｉｎ　ｖｉｔａｌｅ），简言之，是一种多余的东西（ｌｕｘｅ）。也就是说，
它们属于艺术的领域。……这些秉性在起源上是道德的，但
不再被作为道德使用，因为伴随着义务的消失，道德也消失
了。（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６４ａ：４３０－４３１，１８９３ｂ：３１－３２）

１１．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２ａ］１９９７：４９－５０）特别批评了孟德斯鸠把风俗和法律区分开的观
点。在他看来，法律是从风俗中演化而来的，只是更明确而已。在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３１２）那里，
“法律主要规定‘公民’的行为，风俗主要规定‘人’的行为”。人不只是公民。因此，人的道德
也不限于政治社会的要求。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有基督徒的道德；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
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涂尔干甚至担心，一旦我们把这种个人完善的行动或具有创造性
的行动视为更高级的道德，反而会危及道德的义务性（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９６４ａ：４３１、ｎｏｔｅ　２１，１８９３ｂ：３２、ｎｏｔｅ　３）。因此，在他看来，道德与法律
无异，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则。不仅道德和法律的差别被取消了，
人与公民的差别也消失了。１１涂尔干无法理解存在于道德领域中的“道
德英雄主义”（涂尔干，２００２：４９，［１９０６ｂ］１９２４ａ：６６），更无法允许展现在
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领域中的那些“失范”行动（陈涛，２０１６），因为他
从未脱离社会需要来思考人。社会生活，无论是原始宗教生活、城邦、
职业群体，还是现代经济生活，抑或是国家，都未穷尽人在实践上的各
种可能性———无论是那些最私人的、围绕着身体需要所展开的本能活
动（如怕死），还是那些超出特定社会的、围绕着心智需要所展开的最普
遍的精神活动。人，而不是社会，才是一个整全。社会人只是这个整全
之人的一个面向。就此而言，人，而非社会，才应该是人们思考道德规
范的基础。这本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事实，但却在社会学家对社会进行
实体化的过程中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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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对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和处境性的揭示、对历史和经验实在
的内在合理性的发掘，以及借助对非西方社会和道德形态的研究，动摇
了人文主义传统在欧洲人思想和实践中的典范地位，这些都对伦理学
构成了强大的挑战。今天的伦理学家不论是否同意社会学家的视角，
都不可能无视道德和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不可
能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却无视希腊城邦的社会

条件，更不可能无视人的社会境况而去谈论“人”。涂尔干学派对原始
心智的研究，对“人”的范畴的研究，对人的社会性的揭示以及对各种社
会形态与它们的宗教、风俗、道德和法律的相互关联的解释，已经成为
伦理学家构想现代道德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只有把涂尔干学派的这些研究置于伦

理学乃至哲学传统中，将其视为对这些传统所作的一种回应乃至评注，
其价值和局限才能得到准确的评估。倘若我们认为单靠社会学对当代
社会或其他族群的研究，单靠对社会功能、社会法则和社会结构等的研
究就足以为社会生活提供某种规范，那也未免走得太远了。问题的关
键仍然是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不
应该只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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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２０１７ｂ．涂尔干的道德统计学：源流、发展及困境［Ｊ］．江海学刊（２）：９９－１０９．
康德．［１７８５］２０１３．道德形而上学奠基［Ｍ］．杨云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库朗热．［１８６２］２０１５．１８６２年斯特拉斯堡公开课［Ｇ］／／古代城邦．谭立铸，等，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卢梭．１９９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Ｍ］．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洛克伍德．１９９７．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Ｃ］．李康，译．社会理论论坛（３）：２－１１．
麦金泰尔，阿拉斯泰尔．２０１１．追寻美德［Ｍ］．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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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马塞尔．２００８．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Ｍ］．林宗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涂尔干．１９９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Ｍ］．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２０００．社会分工论［Ｍ］．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涂尔干．２００２．社会学与哲学［Ｍ］．梁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２００３ａ．乱伦禁忌及其起源［Ｍ］．汲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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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２００３ｂ．孟德斯鸠与卢梭［Ｍ］．李鲁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２００６ａ．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Ｍ］．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２００６ｂ．道德教育［Ｍ］．陈光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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